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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精神主体性在文化翻译活动中始终在场。其翻译文化观不但指引其自身

的翻译行为，而且成为引领中国译学发展的显著力量。在翻译工具日渐冲击

翻译人主体性的当下，梳理许钧的翻译文化观，揭示一名中国当代翻译家成

就获取的内在机制，能为新时代广大翻译从业人员认识人如何在翻译活动中

发挥主体作用、彰显翻译活动价值提供思想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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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观是人们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对翻译活动的总的看法，是

翻译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1任何从事翻译活动者，都有其翻译观，或显或隐。当

下翻译实践形态正在发生变化，翻译行业发展迅速，翻译主体的翻译观意识

越来越明晰。同时，随着翻译研究的发展，人们对翻译的认识越来越丰富，观

看翻译的视角日趋多元。翻译的“哲学观、科学观、艺术观与历史观”（方

梦之 33），以及符号学翻译观、逻辑学翻译观、语用学翻译观、阐释学翻译

观、解构主义翻译观、文化翻译观 2 等林林总总，极大地推动了对翻译复杂性

的揭示。古今中外，人们表述过对翻译的看法可谓多矣，不过其中具有普遍

性的“元”翻译观却并不多，翻译文化观就是有关翻译的基本观念之一。无

论是研究个体翻译思想，还是认识时代翻译精神，我们都离不开对翻译家之

翻译文化观的讨论。

许钧是一名与翻译有着“历史的奇遇”的翻译人，无论是翻译实践，翻

译教学，还是翻译研究，都成就不凡。他通过各类翻译活动见文化、译文化、论

文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其翻译文化观，表达了一名翻译工作者对促进平等

文化交流与维护文化多样性的深切关怀。认识许钧的翻译文化观，不仅具有

认识当代中国翻译理论家之翻译思想的学术价值，更具有认识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翻译家精神的时代意义。许钧何以如此关心翻译的文化维度？其翻译文

化观有何具体所指？其翻译文化观产生了哪些历史和现实的影响？这些应该

是众多想要从许钧身上获取榜样经验及榜样力量的翻译从业者十分关注的问

题。

一、许钧关注翻译之文化维度的缘起

翻译观作为个体秉持的对翻译的看法、认识、态度、价值观，其形成是

合理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它既受社会历史语境的影响，也是个体根据自身

知识背景和实践经验，通过观察和思考，自觉选择的结果。许钧的翻译文化

观并非一日而成，更非偶然而就。从其学术历程看，许钧早于 1979 年就发表

了学术论文，探讨的是法语语法新现象，关注的是语言层面的问题。而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许钧开始持续不断地发表翻译文化方面的文章，讨论翻译中

的文化因素、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关系处理、译者对待异语文化的态度、翻译

1　 参见 方梦之：《中国译学大辞典》，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年，第 32 页。

2　 参见 杨仕章：“文化翻译观：翻译诸悖论之统一”，《外语学刊》4（20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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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价值、翻译研究的文化观、数字化时代的中国文化译介等诸多主题。这

表明，他的研究经历了从文字、文学到文化的视野拓展。自此，翻译的文化

维度一直是他思考的对象。结合 20 世纪 70 至 90 年代的时代背景以及许钧个

人的翻译活动经历，大致可从外部环境与个体经验两个方面解释许钧关注翻

译文化维度的原因。

1、对翻译研究范式的反思

20 世纪 70 年代末，许钧受公派至法国留学两年后回国任教。彼时正值西

方哲学发生“语言转向”，翻译学者开始向语言学寻求理论资源和方法借鉴。以

奈达（Eugene A. Nida）、卡特福德（John Cunnison Catford）、纽马克（Peter 
Newmark）、乔治·穆南（Georges Mounin）等为代表的西方语言学派翻译

理论家的学说，随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进入中国，对中国的翻译研究产生了极

大的影响，将中国翻译学者从传统的、强调体悟和灵感的语文学研究范式中

解放出来的同时，也引发了中国译学界对现代语言学的关注，结构主义语言

学翻译研究成为了主流范式。

这一范式将翻译学视为语言学的一部分，视语言学理论为翻译研究唯一

合法的理论基础，重视以自然科学的模式和方法，去探求语言符号等值转换

过程中的规律。这就导致翻译研究偏于文本语言的内部结构，而缺少对文本

外部要素的关注。正如有学者所言，研究者“必须把一切情感的考虑、审美

的考虑都撇在一边”（邓晓芒 104）去看待事物，结果无法看出对象的合目

的性。易言之，用科学主义的简单性原则和还原论方法看待翻译研究，很大

程度上会将人的主观情感与审美等因素排除在外，人们凭此很难看到翻译活

动中人的存在，以及翻译活动之于社会和历史的意义。

20 世纪后半叶，文化研究在西方兴起，解构主义、现象学、阐释学等思

潮迭起。人们开始反思语言学翻译研究的不足，将视野拓展至文本之外的社会

文化因素，将不同时期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体制”（刘军平 394）等因素

纳入翻译考察的范围，“力图对诸如翻译者的主观因素、语言转换中的文化移

植、影响翻译的文本外因素等语言学途径难以深入分析的问题及翻译历史上的

众多翻译现象提供解释”（许钧，“翻译研究之用及其可能的出路” 6），这

拓展了人们对翻译活动的认识，增加了人们对复杂翻译现象的理解。

许钧一直都重视文学翻译中的语言问题，但他在肯定语言学范式翻译研

究的同时，也对其不足保持着反思的态度。20 世纪 90 年代，许钧对翻译活动

中文化因素的关注明显增加。这与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大致同时发

生，不过与之不同的是，许钧关注的并不是如何以文化解构语言，而是如何

将翻译中的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建构世界。从 1996 年“文字·文学·文化——

关于‘文字翻译’与‘文学翻译’”一文可见，许钧不但看到了文学翻译活

动对象自下而上三个互相关联的层面——译者所译的文学是“文字的艺术”，也

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还表达了他对译者处理双语文化态度的见



437Xu Jun’s Cultural View on Translation / Lan Hongjun

解——翻译作为文化沟通的中介，要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尊重双语文化，其

目的关键在于“能否达到交流与沟通”（168-169）。此后的“文化‘差异’

与翻译”（1997）、“论翻译活动的三个层面”（1998）等文章都不同程度

表达了许钧从文化层面对翻译的认识与思考。

2、对他者文化的感受与体验

近半个世纪以来许钧做翻译、教翻译、研究翻译的历程，是他不断吸收、反

思自身的“他者”文化体验，并将之与读者、与业内同行交流的过程。

首先，通过翻译实践体认到翻译的文化桥梁作用。许钧 1976 年被公派至

法国布列塔尼大学留学，留法期间“读了不少法国经典文学作品，还经常到

巴黎塞纳河畔的旧书摊去淘书”（许钧，“我的翻译与研究之路” 34）。他

因此既接触到了莫里哀、伏尔泰、卢梭、巴尔扎克、雨果、左拉、普鲁斯特

等经典作家的作品，也关注到了萨特、加缪、尤内斯库、贝克特、勒克莱齐奥、图

尼埃等新锐作家。11978 年回国后，许钧喜遇国内改革开放的“好季节”与外

国文学热，欣喜之余产生了向中国读者分享法国文学之美的热切冲动。当时

的译者资格门槛、原作理解困难，非但没有阻挡他的翻译热情，反而成为他

与出版社、作家等建立联系并搭建桥梁的开端。自 1982 年出版第一部译作《永

别了，疯妈妈》之后，许钧后续翻译出版了《诉讼笔录》《追忆似水年华》（卷

四）《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三十多部法国文学与社科名著。他通过翻译

实践，维系了与出版社、作家等多方之间的良好互动，也获得了读者的喜爱

与信任。这些预期内外的种种积极体验，让许钧愈发意识到翻译由文字转换

至促进中外交流的重要文化价值。

其次，因研究翻译而深化了对翻译的文化认识。对于许钧而言，选定某

个观看翻译的视角，正如选择翻译某位作家和某部作品一样，需要了解与认

同。1991年，许钧应邀翻译发表了法国翻译理论家乔治·穆南《翻译的理论问题》

（Les problèmes théoriques de la traduction, 1976）一书部分章节。穆南虽属

语言学派，但显然关注到了翻译活动中的因文化导致的翻译障碍，以及文化

问题的类型等 2 语言外部的问题。从 1997 年“文化‘差异’与翻译”一文看，翻

译穆南的理论增加了许钧对翻译中文化因素的认识。2002 年许钧明确阐述了

其“翻译文化观”，其中可见亨利·梅肖尼克（Henri Meschonnic）的“翻

译的文化意识”，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的“翻译研究的文化

观”，以及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的“翻译文化观”对许钧“翻

译文化观”形成的理论影响。梅肖尼克“从历史性角度揭示了在翻译活动中

文化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勒菲弗尔拓展了翻译研究“语言之外的历史与文

化维度”，贝尔曼“把翻译与文化传播结合起来”探讨翻译在文化之间所起

1　 参见 许钧：“我的翻译与研究之路”，《外语界》5（2018）：34。
2　 参见 乔治·穆南著：“翻译与文化的多样性”，许钧译，《语言与翻译》1（1991）：73-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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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开辟了翻译文化史的研究途径”（许钧，“翻译研究与翻译文化观” 

222），从理论上确证了许钧个人的翻译体验，并深化、拓展了其翻译经验认

识。可以说，许钧选择文化视角，是个体翻译经验与理论的契合。

二、许钧翻译文化观之内涵

从文化维度观翻译，许钧不是第一人，但他有其自身的判断与考量。同

翻译文化学派之前早已存在的“文化翻译”1 一样，许钧意识到翻译中文化

因素的存在、翻译是一种文化交流；但是与“文化翻译”关注等值转换的方

法不同，许钧尤其关心翻译活动主体对待源语与目的语文化的伦理。同翻译

研究的文化学派一样，许钧认识到以纯粹语言科学的视角看待翻译问题对历

史、社会、人文等外部因素的遮蔽，但是与文化学派注重对翻译历史上意识

形态、赞助等外部“操纵”因素的客观描写与解释，倡导阻抗式翻译不同，许

钧尤其关注揭示翻译活动对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价值。“伦理”与“价值”皆

以人为最终指向，显示出许钧翻译文化观对人在翻译活动中在场的高度关心。

1、许钧的翻译文化价值观：文化传承、文明互鉴

翻译有何等价值？答案取决于人们从何种层面思考翻译的目的。如果

把翻译存在的目的视为一个由高低级别不等的目的构成的系统，“为国家富

强”、“为个人幸福”、“为赚钱、娱人、娱己、搞对象”等 2，都是翻译活

动体现其于国家、社会或个人价值的合理选项，区别在于价值的高低。作为

最早系统论述翻译价值的学者，许钧也曾多次表达自己作为一名译者与原文

作者精神契合、与伟大的心灵神交的幸福，但许钧的翻译价值观，着眼点鲜

少在于个人。他从翻译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语言价值、创造价值与历史

价值五个方面，详述过翻译的交流、传承、沟通、创造、发展功用 3，目光在

于国家与人类文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1）语内翻译与文化传承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梁启超论及佛经翻译以前的中国古代翻译文学

时，将翻译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今翻古”，另一类是“以内翻外”。4 其所

指大致相当于四十多年后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提出的语内翻译与语

际翻译。此两种区分，恰好揭示了翻译之于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时间（纵向）与

空间（横向）维度。

以今翻古的语内翻译，在梁启超看来是因为“语言易世而必变”“古书

非翻不能读”（梁启超 160），说明他认为语内翻译的价值主要在于帮助当

下人读懂古书。这大体是在语言层面认识语内翻译的价值。许钧受季羡林中

1　 参见 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395 页。

2　 参见 曹明伦：“文本目的——译者的翻译目的——兼评德国功能派的目的论和意大利谚语

‘翻译即叛逆’”，《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4（2007）：2。
3　 参见 许钧：《翻译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 366-429 页。

4　 参见 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 1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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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化长河通过翻译印度、西方得以注水长流之说的启发，提出如下观点：

〔……〕翻译，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在不断促进文化的积累与创新。一

个民族的文化的发展，不能没有传统，而不同时代对传统的阐释与理解，会

赋予传统新的意义与内涵。想一想不同时代对《四书》《五经》的不断

“翻译”，不断阐释，我们便可理解，语内翻译是对文化传统的一种丰富；

是民族文化得以在时间上不断延续的一种保证。（许钧，“绕不过去的

翻译问题” 7）

许钧上述观点是他从文化层面对语内翻译之于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价值

的直接表述。许钧与梁启超就语内翻译价值认识的差异，明显源自其对翻译

本质的不同认识。如果翻译仅仅是语言转换，今人翻译古书，不过是用今人

的语言替换古旧的表述以完整再现古人之原意。当下读者懂了，目的即已达

成。许钧认识到的翻译不止于此。在他看来，一代代的译者在理解与表达古

书的过程中，必然含有译者各自的视域与见解。古代经书经过世代“今人”的

阐释，使得传统得以维系的同时也在后人的新视域、新见解中得以拓新和发展。

（2）语际翻译与文明互鉴

语际翻译之于文明互鉴的价值，古往今来案例不胜枚举。一部人类文明

发展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翻译史。希腊人通过翻译从巴比伦文明中“学

到了数学、物理学和哲学，犹太人学到了神学，阿拉伯人学到了建筑学”（刘

军平 53）；没有翻译就没有哥特语字母表、亚美尼亚语字母表、格拉哥里字

母表、西里尔字母表、克里语字母表的产生 1；影响欧洲文化的圣经“根本就

是一部大译书”，“没有翻译就没有基督教”，“同理也就没有佛教”2。

就中国文化而言，梁启超从以内翻外的实践中看到了佛经翻译促使中

国“国语实质之扩大”、“语法及文体之变化”、“文学情趣之发展”的作

用 3，季羡林用注水长流说生动表明了外译中为中国文化输入发展力量的意

义 4。许钧十分认同语际翻译之于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价值，与此同时他也明

显认识到翻译文化影响的交互性。

2019 年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之际，许钧撰写多篇文章表达了翻译之于

五四运动、之于中国文化革新的重要意义，并旗帜鲜明地将翻译根本上视为

一种本我向他者开放的深层次双向交流，将那种“敢于打开封闭自我，在与‘异’

的交流、碰撞与融合中丰富自身的求新的创造精神”（“翻译精神与五四运动” 

9）视为翻译精神。这一方面表达了许钧对以内翻外活动促进中国文化革新发

1　 参见 Jean Delisle and Judith Woodsworth, 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 (Revised edition), Amster-
dam: John Benjamins, 2012, 3-22.
2　 参见 余光中：《余光中谈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年，第 148 页。

3　 参见 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 191-195 页。

4　 参见 季羡林：“序”，《中国翻译词典》，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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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价值的肯定；另一方面也表明许钧从看似“利己”的以内翻外活动中，看

到了其延展异语文化生命的价值，看到了任何一种翻译活动文化影响的双向

性与交互性。他认为“不同民族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一种需要。任何一

个民族想发展，必须走出封闭的自我〔……〕在不断碰撞中，甚至冲突中，渐

渐相互理解，相互交融。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又是民族文化在空间上的一种

拓展，在内涵上的一种丰富”（“绕不过去的翻译问题” 7）。

也正因意识到任何一种语际翻译活动影响的双向性与交互性，许钧面对

不少人对当下主动进行的中译外活动之价值与有效性心怀的疑虑，他并不怀

疑以外翻内活动的价值。许钧肯定了中译外之“中国选择”与“中国阐释”对

于构建系统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作用 1，也列举成功的历史经验说明主动外

译完全可能“丰富而卓有成效”，能够获得译入语文化读者的肯定，并有力

促进中外文化交流。2 不过他也提醒人们，语际翻译要“警惕文化霸权与狭隘

的文化民族主义”，保持宽阔的视野，避免单向的翻译观和狭隘、急功近利

的翻译心理。3

2、许钧的翻译文化伦理观：弘扬翻译精神

如何处理或看待翻译活动中自我和他者文化的关系？这一问题直指

翻译活动主体内心遵从的道德与伦理。如果翻译仅仅是语言转换，忠实便

是最高且唯一的伦理。不过忠实本身含义多元，在何种层面忠于什么，理

解见仁见智。1813 年，解释学先驱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提出了归化、异化两种翻译策略，并表示他倾向忠于原作

特性的异化翻译。419 世纪 60 年代，纽曼（Francis Newman）在认可施氏异

化翻译的基础上，突破其民族主义取向，倡导尊重文化差异、遏制文化霸权

和民族主义的异化翻译。5 这些尊重差异的翻译观念在 1984 年贝尔曼的“翻

译伦理”论述中得到重申。贝尔曼认为，系统消除原作差异的译本是糟糕的

翻译。6 他提倡尊重原作异质性的翻译伦理，后续得到了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等西方翻译学者的响应 7，也影响了许钧。许钧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凝

1　 参见 许多、许钧：“中华文化典籍的对外译介与传播——关于《大中华文库》的评价与

思考”，《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3（2015）：14。
2　 参见 许钧：“关于深化中国文学外译研究的几点意见”，《外语与外语教学》6（2021）：

69。
3　 参见 许钧：“中西古今关系之变下的翻译思考”，《中国外语》4（2015）：1。
4　 参见 刘军平、覃江华：《西方翻译理论名著选读》，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611-634 页。

5　 参见 刘军平、覃江华：《西方翻译理论名著选读》，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41-45 页。

6　 参见 A. Berman, The Experience of the Foreign: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in Romantic Germany, 
translated by Stefan Heyvaert,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5.
7　 参见 刘云虹：“翻译价值观与翻译批评伦理途径的建构——贝尔曼、韦努蒂、皮姆翻译伦

理思想辨析”，《中国外语》5（201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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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并提出出了他不断倡导的“翻译精神”。

（1）敞开自我，与“异”交流

翻译必然意味着与语言之异、文化、思维、世界之异1的接触。敞开自

我，往往不是翻译之初常见的文化态度。汉代佛经初传，虽有部分汉人信

仰，但是汉人正式出家是严令禁止的，为了减轻文化戒备与排斥，佛经翻译常

以中土儒道家思想比附；16世纪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华传教之初更是进退

维谷，一边面对的是视非天主教民族为魔鬼的欧洲人文主义与狭隘亚利安民族

主义，另一边还要面对“宁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的中国卫

道士。2然而，文化交流一旦产生需求，其力量是强大的。由翻译引领的文化

交融、自省与革新，随着门户的敞开会深入每一片文化领地。

许钧依据个人的翻译活动经历，以及他对翻译历史经验的领悟，深刻意

识到积极开放自我的重要性，并因此大力提倡本族文化敞开自我，主动与异

语文化交流。就个人而言，许钧认为正是积极开放的交流心态，让他得以与

出版社、原文作者、译文读者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产生翻译学术发表的

动力，并在中法文化交流中发挥了一名翻译人的桥梁作用；就在中国历史上

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化人物而言，鲁迅借助翻译吸收新思想、新表达、改造

国人思维，赵元任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锻炼白话文表达能力，王小波

创作受王道乾、查良铮译文滋养，叶兆言从傅雷译巴尔扎克作品中窥见汉语

表达的奥妙 3，无不说明主动敞开自我，译入异语他者丰富和发展本族文化的

重要作用。

敞开自我，实际是在充分接纳与认识自我的基础上，对不断发展自我的

追求与渴望。许钧十分认同周恩来总理对于中国改革开放表达的观点——敢

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

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4 他撰写多篇文章纪念 100 多年前的五四运动，均可

视为他对中华文化主动拥抱翻译精神的赞扬。因为在他看来，翻译根本上就

是本我向他者开放，翻译精神就是那种敢于打开封闭自我的开放精神。

（2）尊重他者，平等对话

翻译人如何对待他者的文化，在许钧看来，“无视”、“轻视”或“仰

视”他者，都是需要克服的态度。5

他者即意味着他异性，尊重他者就是对文化异质性与多样性的维护。正

1　 参见 刘云虹，许钧：“异的考验——关于翻译伦理的对谈”，《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

学报）》2（2016）：71。
2　 参见 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余三乐、石蓉译，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2003 年。

3　 参见 许钧：“在抵抗与考验中拓展新的可能——关于翻译与语言的问题”，《语言战略研究》

5（2019）：6。
4　 参见 许钧：“我的翻译与研究之路”，《外语界》5（2018）：34-39。
5　 参见 许钧：“文化‘差异’与翻译”，《中国比较文学》1（199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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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敞开自我往往不是翻译之初常见的文化态度，同样的，减少甚

至消除他异性是双语接触初期翻译活动中的常态选择。两晋时期佛教领袖道

安、慧远等“用王弼、何晏等人‘贵无’学派的思想体系去解释般若”（任

继愈 12），是以格义的方式削减佛经思想的他异性；16 世纪利玛窦选择事

先翻译科学知识以吸引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是以翻译选材缓解天主教在中

国接受的异质程度；19 世纪初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米怜（William 

Milne）努力学习中文完成汉译《圣经》，是以逆向翻译消除《圣经》在中

国接受的语言异质性。直到施莱尔马赫提出倾向异化翻译，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视留存异质性的翻译为语言与生命的救赎 1，贝尔曼视消除他异

性的翻译为违背伦理的糟糕翻译，韦努蒂将异化翻译视作抵抗文化霸权的手

段，人们才逐渐反思消除他异性的翻译对原作语言及文化施加的“暴力”以

及相应造成的语言文化损失。

许钧认为，接受者文化和语言对外来文化和语言的异质性表现出“反抗”或

“冲突”是必须承认的事实。如何对待他异性，需要人们对“异”的价值有

充分的认识，对输入与输出异质文化保持平等互惠的态度。首先，从译入的

角度看，人们需要认识到，翻译吸收异质文化，“不是为了扼杀民族文化”，吸

收异质表达方法，“不是为了丧失母语的纯洁与本色”，而是在保持自我立

场的前提下丰富、发展自我；从输出的角度看，同样需要认识到，不能为译

入语文化提供异质的东西意味着本身交流价值不高，难以接受译入语文化的

考验。其次，没有平等互惠的翻译态度，同样不利于文化交流。罔顾对方需

求盲目野蛮进行“侵犯”是许钧不赞成的态度，“在平等的基础上，互通有

无，达到互利”是他认为翻译在多元文化语境下应当遵守的原则。2 在许钧看

来，翻译旨在构建的，应当是一种“一种亲密无间、相互对等、彼此信赖、开

放自在的”自我与他者关系。3

作为一名翻译人，许钧也是他自身倡导原则的践行者。中外文化如何能

够经由翻译进行平等互惠的交流，在许钧的著述以及个人实践活动中有着极

为丰富和生动的体现。他先后翻译出版了《诉讼笔录》《追忆似水年华》（卷

四）《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三十多部法国文学与社科名著，通过翻译把

优秀的法国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丰富中国读者对文学的认识的同时，也在

时空上拓展了法国文学的生命。与此同时，他也密切关注中华典籍与中国文

学的外译，为中译外的价值认识与有效性实现路径提供思想指引。此外，许

钧还积极组织勒克莱齐奥、莫言、毕飞宇、余华、方方等中法知名作家进行

交流，让中法作家增进对彼此了解的基础上，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

1　 参见 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257-258 页。

2　 参见 许钧，“尊重、交流与沟通——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翻译”，《中国比较文学》3（2001）：

87-88。
3　 参见 许钧，“文化‘差异’与翻译”，《中国比较文学》1（199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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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许钧翻译文化观的意义

许钧从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角度表达了其翻译文化价值观，从翻译活

动应当保持的自我与他者文化态度表明了其翻译文化伦理观，反映出他对翻

译活动之中“人”的密切关心——以人的文化为翻译活动的最高目的，关注

翻译人在文化活动中能够发挥的作用。这一翻译观念至少具备如下两大方面

的价值：

第一，提升社会对翻译活动本质与价值的认识。

尽管翻译活动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在现代社会各个学科知识的生发史

上，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起到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没有对翻译活动

进行过严肃思考和深入认识的业外甚至业内人，对翻译存在的价值是认识不

清的。当下翻译学科地位大幅提升、翻译实践与研究成果受到越来越多的关

注、翻译人才队伍不断壮大，无疑是一群对翻译本质与价值有着深刻认识的

人奔走争取的结果。

纵观翻译实践历史绵长，译者、译作、翻译人才培养，连同翻译研究一起，长

期以来难以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对翻译本

质的认识停留在语言对等转换的层面。将语言对等转换当作翻译本质，人们

自然会生成诸如“懂外语就会做翻译”“译者不过是语言转换的工具”等过

简的翻译认识，翻译之功用就只在满足一时的语言转换之需。

许钧秉持文化交流的翻译本质观，他关注语内翻译之于民族文化古今

传承的功能，语际翻译之于不同文化之间互相学习借鉴的功能，将人类文化

的承继与发展视为翻译活动的最高目的。许钧不仅对此翻译文化价值深信不

疑，同时也意识到将大众的翻译价值认识从忠实语言转换提升到了人类文化

传承与发展高度的重要意义。为了帮助更多的翻译业内外人士在更高层面、更

为宽阔的视野上认识翻译的本质与价值，许钧通过学术出版与发表、讲座等

多种方式，论述翻译的本质及价值，揭示历史上著名翻译家、翻译活动的文

化功用，呼吁社会对译作价值的认可，分享自己的翻译文化活动体验，引导

大众关注生活中的翻译存在。《绕不过去的翻译问题》（2001）《翻译价值

简论》（2004）《关于外语学科翻译成果认定的几个问题》（2017）《翻译

是历史的奇遇——我译法国文学》（2017）《翻译的定位与翻译价值的把握——

关于翻译价值的对谈》（2017）《文学翻译、文化交流与学术研究的互动——

以我和勒克莱齐奥的交往为例》（2018）《翻译精神与五四运动——试论翻

译之于五四运动的意义》（2019）等，都是许钧上述实践与思想历程的记录，这

些活动与成果也在业内外产生了显著影响。

第二，引导翻译从业者对自身翻译行为目的与价值发挥的认识。

在不少翻译从业人员在翻译工具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冲击之下倍感迷茫

的时代，许钧的翻译文化价值观及伦理观为翻译从业者建立了翻译活动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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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追求，也为翻译人如何认识并发挥人在翻译活动中的价值指明了方向。

翻译的目的，如前所述有高低之分。余光中按照境界论，说翻译“高，可

以影响一国之文化。低，可以赢得一笔稿费”（147）。译者为生存计，通过

翻译赚取稿费，本是天经地义。但是翻译目的如果仅停留在较低层次，面临

的问题是多重的。一方面，我们很难想象仅为赚取稿费的翻译主体会突破文

字转换层面，主动去思考并引人关注翻译选择关涉的社会与文化影响问题；

另一方面，人类已经开发出多样的翻译工具，“将一些原本需要译者通过学

习而内化的能力外化到技术设备之上”（蓝红军 69），翻译如果仅仅依靠文

字转换彰显价值，生存只会愈发被动，体现价值的空间只会越来越小。

许钧将翻译的作用定位在“影响一国之文化”，为翻译从业者树立了崇

高的奋斗目标。他并不排斥翻译技术，但坚信人的“创造性的思考”与“对

未知的探索”不可替代。1 这实际在提醒译者在实践主体之外，关注自身作为

“精神主体”的身份。树立崇高的翻译目标，译者才能将自身置于翻译活动

的中心，注重自身的“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将自己“看作可以能动

地作用于外在于人的语言和文本世界的人”，可以“通过翻译影响和改造他

人的思想、实现自我精神追求的精神主体”，“可以主动地作用于他人和自

我内在精神世界的人”。2 许钧指出，“当翻译被置于文化的视野之下进行重

新审视时，有关翻译本质、翻译目的与任务、翻译标准与策略、影响翻译的

因素、翻译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等许多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得以在新的认

识层面展开，可望有所突破，翻译历史上一些重要的历史现象也有望得到科

学的解释”（“翻译研究与翻译文化观”223）。这也为从事翻译实践、翻译

批评、翻译研究、翻译教学的广大翻译从业人员如何在翻译活动中发挥主体

价值提供启发：

（1）对于翻译实践而言，翻译价值立场、翻译目的、翻译方向、翻译选

材、翻译人员、翻译策略、翻译方法、译本模态、承载媒介、出版机构等等，存

在多样选择。翻译主体一旦对之形成自觉充分的认识，就能够在翻译活动中

游刃有余地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最大程度追求翻译活动价值的实现。

（2）对于翻译批评与翻译研究而言，可以跳出语言对等转换与翻译史实

罗列层面，对探讨对象就上述方面做出了何种选择，内外部的影响因素为何，其

选择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文本内外部开展更多层次、更全维度的评判与探究。

（3）对于翻译教学而言，可以帮助翻译学习者树立崇高的翻译文化价值

观与伦理观，在更高层面认识翻译活动的本质与价值、把握人与工具的关系、了

解翻译能力提升的方面与途径，明确未来发展的方向。

1　 参见 许钧：“数字化时代中华文化译介与创新——从翻译的创造性谈起”，《翻译研究》2
（2023）：2。
2　 参见 许钧：“数字化时代中华文化译介与创新——从翻译的创造性谈起”，《翻译研究》2
（2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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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翻译是一项实践性极强的人类语言活动。然而没有明确思想观念指导的

翻译实践是盲目的。许钧关心翻译之微观的语言、技巧，却不止步于此；关

注翻译的文化层面但无意于“操纵”“阻抗”和“暴力”。他在由技至道、由

文本至文化的翻译实践与研究之路上践行并倡导其翻译文化价值与伦理观

念。在翻译的文化价值上，许钧强调语内翻译之于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价

值，语际翻译之于人类文明文化互鉴的价值；在翻译文化伦理方面，许钧倡

导各族文化敞开自我，主动与“异”交流，主张翻译活动主体尊重翻译中所

遇文化的他异性，以平等的态度与异语文化对话。许钧的翻译文化观以人类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为最高目的、密切关注人在翻译活动中的精神主体在场，不

但能够提升社会对翻译价值的普遍认识，为翻译实践、翻译批评、翻译研究、翻

译教学等从业人员树立了崇高的理想，还为翻译从业者在翻译技术发展迅猛

的当下如何发挥自身的翻译主体价值指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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